




壮乡学人的“天纹之页”

张民华

廖华力博士的专著《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

（以下简称《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是一部兼具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

与现代新闻传播史研究双重意义的最新学术成果。这位壮乡学人的研究成

果宛若一幅精心织就的“天纹之页”（壮锦的壮文mbaw laiz fax的本意）。其

研究彰显了作者跨专业研究的“杂交”优势，其成果见证了作者的学术素

养与科研能力，值得肯定与褒奖。

我以为，华力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周氏兄弟与〈晨报〉副

刊》，其成功之道在于他选对了一个“切入点”，用足了一番“苦功夫”，步

入了一方“新场域”，寻到了一把“总钥匙”，打开了一座“藏宝洞”。

路的“切入”

华力以《晨报》副刊为研究切入点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这得益于他

对萧乾关于“以刊登创作为主的文学副刊，是中国在世界新闻史上一个特

有的贡献”观点的心领神会及相应的前期准备。实事求是地讲，他执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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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这一研究报纸副刊与文学关系的“新入口”，经历了前些年的熙来攘

往，早已成了一条“老巷子”。但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切入”恰到好处。

从一定意义上说，《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已成为他对副刊研究领域的

一个“特有的贡献”。

曹聚仁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就是近现代的新闻

史。作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发展史与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都建树颇多的贤达，

又是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新闻发展进程中关键节点与重要史实的见证人与亲

历者，曹聚仁的论点是从中国近现代文学与近现代新闻传播的历史渊源上

讲的，这种渊源又总是与大众传媒的律动息息相关。

华力闯进的这条“老巷子”可以说既远又长。而且，近年来这条“老

巷子”的访客已是纷至沓来，但华力却能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生生将这条

“老巷子”变成了一条“快速路”。其学术成果已成为曹聚仁观点的一个具

有典型意义的论据与带有示范效应的案例。

毋庸讳言，关于周氏兄弟的研究“前人之述备矣”，有关《晨报》副刊

的学术成果已屡见不鲜。而解码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关系的探究亦不

胜枚举。意欲在累累硕果的“夹缝”中突围，是需要相当的学术勇气与破

茧功力。这部 30余万字的《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显现了华力“初生

牛犊不怕虎”的学术勇气，也证实了他“板凳肯坐十年冷”的治学功力。

在兰州大学完成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硕连读之后，华力在学业上选择了

一次转场——在兰州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博士学位。其选修方向是

“媒介与二十世纪文学”。心仪已久且有备而来的他做出了一个抉择，首先

将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与新闻传播史上同时占有卓越地位并发挥独特作用的

《晨报》副刊确立为主攻目标，进而选定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关系为切

入点。这个点恰似几何学中两个相切圆共有的唯一切点。于是，他通过传

媒——这个具有同构性的“切点”——穿越了从新闻传播学直抵文学的最

短距离，叩响了自己跨专业的博士阶段的学术之门。当时，陈思和关于

“以现代报纸副刊与新文学的关系而言，《晨报副刊》是一个最为典型的研

究个案”的论断，帮助他进一步坚定了攻坚克难的信念。于是，他从现代

文学与大众传媒关系的视角破题立项，独辟蹊径地把周氏兄弟与《晨报》

副刊作为一个具有同构性与共生态的整体，并置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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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背景与文化语境下，刻苦钻研，缜密考察，破解了从追寻原报原刊

到确认作者笔名等一道道关隘，掌握了大量与周氏兄弟文学活动及《晨报》

副刊发展进程有关的第一手资料，并在去伪存真与去粗取精中，稳扎稳打

地形成自己的定见。

正所谓“文如其人”，《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架构与行文亦如

作者一样，文风质朴，语言平实，不事张扬。但在质朴中显现出坚毅，平

实里蕴含着真诚。通篇绝少“惊人之语”，却在不动声色中为我们拂去历史

的尘封，揭示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那个传者与传媒“同构”与“共生”

的典型案例的示范效应与现实意义。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相同的或相似的系统结构叫作事物的同构性。

文学活动中的不同门类、不同体系、不同界别、不同范畴、不同功能的诸

元在价值追求、文化理念、创作实践中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要素、行为，并

在特定条件下形成一个新的合体，或者在双方融合、双向映射及相互作用

中，彼此同时成为对方的有机部分或生成互动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同构性

或同构关系。

共生亦称互利共生，是表明两种生物能够彼此互利地生存在一起，而

任何一方缺失就会导致双方皆不能生存的一类“种间关系”或“生存形

态”。所以说，共生形态是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高级形态。共生的生物在生

理上相互分工，互换生命活动的产物，双方在组织上形成了新的结构。

华力在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关系的研究中发现了双方关系所呈现

出来的一种同构性与共生态，并对从原报原刊中整理勘验出来的丰富的第

一手资料加以审慎辨识、缜密论断，其学术品格及研究成果难能可贵。

“行”的执着

作为一名出身寒门又远赴陇原负笈求知的壮乡学子，华力在读本科与

硕士期间甘于箪食瓢饮中专心致志、好学力行，并得以在硕士毕业当年的

跨专业考博时一举中鹄。但他选定的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关系的研究，

却面临需要海量阅读但难以就近找到原报原刊的窘境。令人欣慰的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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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并没有退缩，他选择了知难而进、负重前行。为了不受时空限制地随时

随地查阅原报原刊，以准确无误地了解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关系的历

史全貌。他在妻子与同窗好友的资助下，义无反顾地筹措了 9000元钱，自

费购买了一套完整的《晨报》副刊影印本。后来又节衣缩食，购买了《鲁

迅全集》与《周作人自编文集》及相关人物的传记、专著及工具书等。为

了筹措购置相关的专著与资料的款项，读博期间，他三次放弃假期参加高

考阅卷，以兼职所得略补少米之炊。虽然囊中羞涩，但他在购置所需的参

考资料与学术专著时却从未有过半点迟疑与吝惜。读博期间，他仅购书一

项的花费就将近两万元。

执着于不避寒暑地“坐冷板凳”“下笨功夫”，华力反复对照影印本和

周氏兄弟的原著、书信与日记，厘清归纳并逐一确认了鲁迅、周作人、李

大钊、孙伏园、蒲伯英等《晨报》副刊作者的笔名与作品篇目，梳理了他

们之间从业共事的脉络，还对周氏兄弟在《新青年》与《晨报》副刊所发

作品的数量、体裁做了全面的考证与论述。他为了确认鲁迅《我的失恋》

被撤稿的具体日期与替代篇目所做的研究与考证是枯燥而辛苦的，但所得

出的结论是有价值的，是理应得到赞许与肯定的。

华力为周氏兄弟在《晨报》副刊上原创或转载的作品列出的两份完整

而准确的目录详单，见证了他读博之路的执着与坚忍。为了这两份目录详

单，他除了反复查阅手头的《晨报》副刊影印本，更参考了大量的研究文

献，对《晨报》副刊的发展历程与周氏兄弟的创作实情做了扎实而详尽的

考证与辨析，并据此认定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之间确已形成“同构”

与“共生”的关系，并在相互成全中实现了双赢。

我以为，华力梳理出的周氏兄弟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及译作的详

单，真实而完整地再现了周氏兄弟在《晨报》副刊为人、为文的全貌与详

情。以往有关鲁迅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的研究大都只谈到周氏兄弟的

作品数量，而很少对这些作品的刊发周期与频次做定量分析。这就往往让

人产生一种错觉，感觉盛名之下的鲁迅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数量似乎

不够多，对比周作人显得相形见绌。但华力的清单却打破了这种成见，让

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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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的作品详单可以看出，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作品

（包括译作与转载）总数达 55件，分为 137天刊出。其中从 1921年
4月 21日到 1924年 10月 31日这 1290天里，《晨报》副刊相继刊发

鲁迅作品 53件。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多日连载的，最长的连载天数

多达 20天。详单显示，鲁迅这 53件作品是分 133天刊载的，平均

9.6天刊出一次。在这53件作品中，署名鲁迅的27件是分97次刊出

的，占刊出日期总数的 70%。换言之，这一时期的《晨报》副刊平

均 13.2天就会刊出一次署名鲁迅的作品。这一署名情况表明，鲁迅

是把《晨报》副刊视为自己文学活动新的主场的。

华力整理的作品详单，是周氏兄弟从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期刊”（《新

青年》）转入“第一副刊”（《晨报》副刊）的路线图，是周氏兄弟与《晨

报》副刊“同构”映射关系的晴雨表，还是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共

生”态势的“心电图”。所以，它又是一份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关系的

大事年表。透过它能够捕捉到兄弟二人与《晨报》副刊关系由远向近、又

从亲到疏的一些重要历史节点：

1924年 10月 31日的《晨报》副刊，最后一次刊发了鲁迅的译作《苦闷

的象征》。同一天还刊发了孙伏园辞职的启事。耐人寻味的是，已经连载了

20天的《苦闷的象征》并未登完竟于当天戛然而止。加上此前周作人《徐

文长的故事》中途撤稿，两次“腰斩”无情地宣告了周氏兄弟与《晨报》

副刊相互成全的“蜜月”的终结，同时也预告了《晨报》副刊鼎盛时期的

“衰歇”。

华力这一成果，为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的

论述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确凿论据和令人信服的数据支撑。

“场”的辨识

1922年 1月至 10月，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开了一个名为《自己的

园地》的专栏，他在发刊词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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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范围就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

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有本了他个人的自觉，

用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

《自己的园地》专栏的开设，从一个侧面表明，随着新文化运动落潮及

五四精英群体的分化，在“办刊物”与“推文艺”方面一路同行的周氏兄

弟，在被迫从《新青年》退场后，此时已经确定将《晨报》副刊作为自己笔

耕的新园地。随后，他们又与一批执同业的“行动者”一道，将《晨报》副

刊改造成了“为人生文学”新的栖息地与“引导国民精神”新的用武之地。

华力的研究引导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周氏兄弟的登堂入室，才使得这

个新的栖息之地与用武之地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并成为那一特定时期

“新文学运动的北方堡垒”。在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同构”与“共生”

的几年中，这个中国“第一副刊”成了当时文化精英的聚集地、文艺探索

的策源地、众创模式的出生地与新作迭出的集散地。

大量的史料与研究成果显示，周氏兄弟的文学活动始终是与传媒息息

相关。他们在“推文艺”的求索史程中，总是一以贯之地把探寻、创办传

媒当成文学活动中的“紧要事”和“第一步”。而且他们的文学活动对传媒

的倚重不仅是自觉的、自为的，而且是有的放矢并与时俱进的。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就曾追述自己自弃医从文伊始就把创办刊物

作为“推文艺”之“第一步”的心路历程，并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的文学

观与新闻观：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

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

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

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

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

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

在与《晨报》副刊诀别数月后，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大声疾呼：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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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火。……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

将！

不难看出，“总想多办几个刊物”的鲁迅，其持之以恒的“第一要著”

的初心不移，但让他魂牵梦绕的“紧要事”，已经从最初的“出杂志”升华

为开辟“新文场”。这表明了鲁迅对传媒认知的与时俱进。

华力从周氏兄弟追寻“园地”“文苑”“文场”的史程中辨识出周氏兄

弟文学理念与传媒认知的与时俱进，并确定用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学说

作为自己此次研究的理论支撑与批判武器。他给出了自己的“文学场”定

义，是指参与文学活动或与之相关的“社会行动者”，“依托现代传媒”开

展自创与众创等“类型多样的文学活动的一个场域空间”。

毫无疑问，华力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得益于他的由此及彼、相得益彰的

专业背景及学术根底。这种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使他得以另辟蹊径地

运用自己相对熟悉的新闻传播学的专业知识、学术素养与研究方法，来审

视传媒在内容生产（特别是文学活动）中以往常常被忽略的角色、地位与

作用。他着力梳理了当时的新兴传媒（重点是改版上升期的《晨报》副刊）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存在方式、重要节点、人文背景与制约条件，

剖析和论证了传媒对重要作家的文学活动及其重要作品的创作流程及传播

方式等所起的策动、组织、调控、传播等不可或缺的作用。至此，华力跳

出了“文学活动四要素”理论的束缚，并从周氏兄弟的文学活动中找出了

传媒作为“文学活动第五要素”的多项实证与可信论据。

研读华力的文本，我们可能会对传媒在包括文学活动中在场诸元的地

位与作用有新的理解：文学活动中传媒既是作品的传播工具与物质载体，

又是参与文学活动的“行动者”执事从业的多维空间与共生场域。

鲁迅把改造国民精神视为比强身健体更紧要的“第一要著”的观点与

《晨报》的精神领袖梁启超及总编辑蒲伯英、副刊主编孙伏园等人的观点是

相当接近的。这也可以视作周氏兄弟认同《晨报》副刊办刊理念的重要依

据之一。华力的研究关注到大众传媒特别是报纸副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进程中不容置疑的特殊地位与独特作用。他从周氏兄弟执着追寻的历程中，

从《晨报》副刊改版后的多个成功案例的辨析及数据比较中认识到，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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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一个具有传播功能的介质或物件，更是一个新闻产制与文学活动相关

要素彼此影响、相互作用的场域。只有那些与时俱进的传媒才有可能成为

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心目中的“崭新文场”。

华力在这一专著的个案研究中做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判断：

鲁迅在与《晨报》副刊“同构”与“共生”时期的短篇小说创

作大多是在《晨报》副刊的邀约之下进行的。没有《晨报》副刊的

积极约稿，也不会有鲁迅这些短篇小说精品的诞生。《晨报》副刊

在鲁迅短篇小说的诞生方面起着“孵化”与催生的重要作用。鲁迅

应《晨报》副刊约稿而创作的这些短篇小说，在主题思想、情节内

容、艺术形式等多方面都深深地打上《晨报》副刊的烙印。《晨报》

副刊以自己的传媒特色影响鲁迅短篇小说的基本存在风貌，并为鲁

迅短篇小说的经典化起到初步的塑造作用。因为《晨报》副刊的存

在，鲁迅作为优秀小说家的声名才得以愈加的隆盛与彰显。鲁迅的

短篇小说不但构成《晨报》副刊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

《晨报》副刊吸引更多的读者、形成更大的刊物影响力与传播力贡

献了力量。

“人”的发现

毫无疑问，找到“金钥匙”的华力如愿闯进了一座“藏宝洞”。这洞里

珍藏着中国报纸副刊的开山之作——《晨报》副刊及由其推出的《阿Q正

传》《不周山》《自己的园地》《美文》等传世佳作，这里更聚集了与《晨

报》副刊结下不解之缘的梁启超、李大钊、蒲伯英、鲁迅、周作人、孙伏

园、徐志摩、冰心等众多名声显赫的报界名家与文坛大师……

华力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可贵之处，在于他既关注“物”但更关注

“人”。他在《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研究中找到的“总钥匙”就是

“文学即人学”。这让我们目睹了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一个力证：周氏兄弟与蒲伯英、孙伏园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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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乡学人的“天纹之页”

同道合之人，不仅是以《晨报》副刊为纽带的新文场上“凶猛的勇将”，而

且是双方实现“同构”与“共生”的众创行动的“参与者”与相互成全的

“行动者”。

1918年 12月，周作人著《人的文学》，将停留在文字改良、文学改良层

面的运动，引入对人的“生存境地”的思考：“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

简单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与

周作人重视“文内之人”的“生存境地”相映成趣的是，鲁迅同时对“办

刊之人”与“为文之人”的“生存境地”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在《呐

喊·自序》中就谈到“推文艺”“办杂志”既要“寻到几个同志”，还要

“邀约了必须的几个人”。在《域外小说集·序》中他更是把“同志”列为

兴文艺、办刊物的五大要素之一。

追寻华力的论证轨迹可以看出，其视野既关注了“文内之人”的“生

存境地”，更重点关注了“为文之人”特别是“几个同志”与“必须的几个

人”的“生存境地”。

关于“文学是人学”，我国著名学者钱谷融早在 60年前就做出了精辟的

阐释：

我们简直可以把它当做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谁要

想深入文艺的堂奥，不管他是创作家也好，理论家也好，就非得掌

握这把钥匙不可。理论家离开了这把钥匙，就无法解释文艺上的一

系列的现象；创作家忘记了这把钥匙，就写不出激动人心的真正的

艺术作品来。……而过去所有杰出的文学作品，也都充分证明着这

一意见的正确。

我以为，华力的研究中是找到了这样一把“总钥匙”的。他在研究中

注意到周氏兄弟在《新青年》、《晨报》副刊这两个场域风云际会的前后两

批“行动者”之间相谐共振的程度是不尽相同的。如鲁迅就认为“《新青

年》其实是一个议论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么看重”。对于《新青年》时

期曾是“同一战线的伙伴”，又是引荐周氏兄弟到《晨报》第七版并转载过

自己第一部小说《狂人日记》的李大钊，鲁迅还直言不讳地强调双方“所

执的业，彼此不同”。而周作人则对《晨报》副刊特别是总编辑蒲伯英与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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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园总是不吝认同与赞誉之词。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周氏兄弟之所以能

够与《晨报》副刊实现“同构”与“共生”，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

《晨报》副刊才是一个看重创作并且集合了一批志趣相同、执业相同的“行

动者”的“新文场”。

华力在《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中梳理了周氏兄弟与《晨报》副

刊相依相生、互动互补、相得益彰、相互成全的历史情境，特别是论证了

决定并促成这种“同构”与“共生”局面并发挥决定与主导作用的，是包

括周氏兄弟、蒲伯英、孙伏园等一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新闻史上做

出了突出贡献的活生生的“行动者”。正是靠着这“几个同志”与“必须的

几个人”的频繁而热络的认同互信、文化交流与业务互动，才在五四新文

学盛况不再的“衰歇”期，坚守了“传播新文化、发展新文学”屈指可数

的一方阵地，开创了《晨报》副刊的一个群贤毕至、佳作频出的鼎盛时期，

联手打造了“新文学运动在北方的堡垒”。

华力凭借着这把“总钥匙”打开了“新文学运动在北方的堡垒”的大

门，梳理并论证了周氏兄弟与蒲伯英、孙伏园等“必须的几个人”一起

“众创”《晨报》副刊及《开心话》《新文艺》《自己的园地》等知名栏目的

外因与内因。并第一次提出：《阿Q正传》是由作者、编者与业者“共创”

而成的文学经典。

被誉为中国 20世纪文学经典的《阿Q正传》堪称传者与传媒“同构”

与“共生”中众创精品力作的经典案例。以往的鲁迅研究者或《晨报》副

刊的研究者也注意到了孙伏园对《阿Q正传》创作的作用，但多把他定位为

一位有能力的编辑，一位善于联络并能够从鲁迅手里拿到作品的“催稿

人”。

华力的研究突破了以往研究者关于孙伏园成功催生《阿Q正传》这一结

论的局限。他通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既发现了这一“催稿”背

后的来龙去脉与文创机制，更查证并论述了蒲伯英在《阿Q正传》创作与发

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与特殊贡献。以充分的史料和缜密的考证，

从蒲伯英提议开设《开心话》栏目，到孙伏园请鲁迅为专栏供稿，并直接

提出阿Q这个鲁迅曾经给他讲过的线索，到鲁迅根据专栏的定向需求写作的

来龙去脉，向我们揭示了这篇名著的运作流程与众创模式，论证了行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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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专家主编、大家主创这三个环节实为《阿Q正传》创作成功缺一不可的

维度与要素。昭示“同志”与“必须的几个人”的合力“共创”，才是《阿

Q正传》成功的主因。

《阿Q正传》的运作流程显示出传媒在内容生产（这里主要是文学创作）

中的支配地位、选择权力与引导作用，也彰显《晨报》副刊在聚集作家队

伍、发现优质资源、精确制导写作、激活创作活动、营造宽松氛围的制胜

之道与成功密码。

在蒲伯英、孙伏园主持《晨报》副刊的鼎盛时期所形成的这种业者、

编者与作者的和谐“同构”，正是通过鲁迅所说的“必须的几个人”的主动

参与、角色互补与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而实现的。应当说，这一论断是对

“文学是人学”说的新的补益与丰富。换言之，说文学是人学，既要讲文学

是塑造人的，更要讲文学是人塑造的，是业者、编者与作者 （包括译者）

这“必须的几个人”共同劳动的成果。而以传媒为平台，“必须的几个人”

通过同构相谐，共同建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晨报》副刊模

式，为传媒是文学活动“第五要素”的论点提供了新的诠释与佐证。

副刊是中国报刊的四大要件之一，也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做出过突

出贡献的传媒平台。处于鼎盛时期的《晨报》副刊与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

现代作家的成功互动，无论是在中国新闻史上，还是在现代文学史上都是

很值得研究的存在。从华力的专著中我们看到，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不

仅是《晨报》副刊的撰稿人，更是其改版及创业的参与者。而中国报纸副

刊这一专业概念的得名也应归功于鲁迅、蒲伯英与孙伏园的相得益彰。孙

伏园在《五十年前副刊回忆》一文中曾记录下《晨报副刊》版面上所呈现

的这种“必须的几个人”同构相谐的实情：

……这个小报的名称，便有了三种写法。一种是鲁迅先生的原

文《晨报附刊》，小报的四个报眉上便如此；一种是蒲（伯英）先

生的报头《晨报副镌》。还有一种是在两种中各取一字作为《晨报

副刊》。这第三种中的‘副刊’两个字以后便成了同类刊物的通名。

由此足见，集中了鲁迅、蒲伯英与孙伏园三人智慧，于 1921年 10月 12
日问世的《晨报附刊》（《晨报副镌》）及后来渐成报界通名的副刊，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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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业者、编者与作者“同构”映射的报界新品，一些“必须的人”众创

共生的传媒佳作。

这种业者、编者与作者的同构相谐与众创共生的前提是志同道合与同

气相求，但它也会因人而异、时迁事异。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李大

钊、孙伏园及徐志摩三任主编同构相谐程度的差异与变异，其创作活动与

《晨报》副刊的依存度的变化，以及彼此关系的远近亲疏都与认知的偏转及

人事的异动息息相关。

通过梳理与辨识，华力发现传媒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更

发现作为“第五要素”的传媒在与其他要素交互中的联动性与能动性。他

从周氏兄弟有关文学活动与传媒的论述，从他们关于人的支配地位和特殊

作用的表述，从他们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中发现，在文

学活动乃至内容生产中真正居于支配地位并起串联作用，影响到“同构”

程度与“共生”走向的核心与关键是活跃其中的“必须的几个人”。也只有

这些人才是帮助我们厘清文学活动诸要素关系，辨识诸要素地位与作用的

“密钥”。置身于“同构”与“共生”中的每一个“必须的人”都是文学活

动乃至内容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而各要素之间结成的关系就是

一种“文场”上以“同构”与“共生”形态维系的“生产关系”。而在这种

“同构”与“共生”的诸要素中起决定性与支配作用的是人，即鲁迅强调的

“行动者”“同志”与“必须的几个人”。只有这些人才是文学活动乃至内容

生产中最活跃的要素。

《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让我们洞悉了一个事实：文学活动中的诸

要素，无不打着与生俱来的人的标记与行动的烙印，体现着人的能动性与

选择权。正是由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行动者”，不仅成就了自身的生

产力与创造力，也决定并影响着与其他要素的关系，而各个要素的关系也

是由“行动者”在“同构”与“共生”中成就的。而决定彼此“同构”与

“共生”发展进程的是“行动者”的能力素质、行动认知及关系选择。这不

仅是我们理解鲁迅关于“执业不同”的“新钥匙”，更是我们辨识传者与传

媒“同构”与“共生”现象的“总钥匙”。从华力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

看到，《晨报》副刊的功成名就是如此，《开心话》的如鱼得水也是如此，

《阿Q正传》的合力众创更是如此。而周氏兄弟对文学新人的扶持及与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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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等也概莫能外。

“业”的无垠

《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是华力从不舍跬步的习者向传道授业的师

者华丽转身的一个拐点，也是他由兰大学子跻身壮乡学人的一级阶梯。但

学无止境业无垠，战斗正未有穷期。这本专著还只是他学术攻关的“初出

茅庐第一功”。其主攻的“场域”与“行动者”关系研究仍存在一些有待拓

展与继续开掘的“未尽事宜”。

首先，关于传者与传媒的“同构”与“共生”这两个关键词，仍有进

一步精确正名释义及对指向的史实做解析与阐释的必要。而《周氏兄弟与

〈晨报〉副刊》本身，亦有继续挖掘史料、梳理脉络并做出理论探究的可能

与必要。

其次，传者与传媒的“同构”与“共生”是需要条件与机遇的。这种

“同构”与“共生”又是因人而异、随场而变、情易势转、时移事迁的。

《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阶段性地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这一论断既需

要做更多微观、断代、个案与具象的辨识，也需要做更多宏观、长程、总

体与抽象的论证。

再次，作为本研究主要对象的周氏兄弟是一个整体。专著的前部较好

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周氏兄弟初涉文学阶段与《新青年》时期的研究

中做了相应的梳理与论述。但对《晨报》副刊时期的研究则较多地做了一

分为二的处理，希望论者能够在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关系的整体化研

究中，通过对兄弟间行动观瞻异同的比较，做些既有各展其长又有交集互

动的辨析与适当的补强。

最后，传者与传媒的“同构”与“共生”究竟是一种带有共性或普遍

性的常态，还是一种只表现为个性或特殊性的异动？这也是《周氏兄弟与

〈晨报〉副刊》研究引出并需要继续探究的一个新议题。

无论是继续穿越“老巷子”或是夺取“新关隘”，都对论者的理论积累

及知识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华力在这一方面仍须锲而不舍，继续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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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部分章节或多或少显露的“述多论少”或

“述强论弱”的问题，也需要在书稿的修订及后续的研究中努力完善。这也

是他从学子走向学人必须完成的“蝶变”！

“皎皎白苎白且鲜，将作春衣称少年。”这是唐人张籍的《白苎歌》中

的两句。据一位广西的朋友讲，诗中的白苎就是早期的壮锦品类之一。张

籍在诗中表达了对白苎布的赞美，称赞身着白苎布衣服之人会显得更为年

轻。

作为华力的博士生导师，我恳望风华正茂的他能够采撷文场上崭新的

“天纹之页”，织就比《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的“同构”与“共生”》

更新、更出彩的“春衣”。我也愿借用鲁迅的两句诗来收束本文，并送上我

对他的期待：“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兰州大学萃英学者、特聘二级教授、博士生

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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